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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20年代湖南女子参政运动是经受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湖南妇女利用自治制宪之机要求恢复女子人权的自觉行动。该运动的进程尽管一波三折，但由于具备了时代契机、行动主体、舆论阵地和政治合法性等多种因素的因缘际会，使湖南女子参政运动最终获得成功。
自晚清以来，精英男性一直把女性作为实现民族国家的工具，而女性则把民族国家作为实现平等目标的工具，她们通过民族主义进入政治领域后，必然会提出自己的要求。[1]由于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湖南妇女逐渐认识到女子不是生来没有人权，一方面由于自己的放弃，更主要的是被“定制度、造法律的人”所剥夺，“（他）要想遂自家的禽兽性欲，就造出一夫多妻的制度；要想行使夫权，作家庭威福，就造出‘三从四德’‘七出五事’的规程；要想多占财产，供自家挥霍，就定出女子不能承受父母遗产的条例；要想愚弄女子，使他服从专制，就限制他不得出外交际，不许读书识字，参与政事”。[2]换言之，是男性的私欲造成女子人权的被剥夺。职是之故，女界决心“恢复女子人权”，还自己一个独立人格。1920年代湖南女子参政运动正是觉醒后的妇女明确要求天赋人权的典型例证。本文拟通过重返历史现场来重温女子参政运动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追寻初具群体意识的新女性变革社会性别制度、参与时代话语建构的轨迹，进而探讨女子参政运动成功背后的诸种动因以及某些得失。

一、1920年代湖南女子参政运动的进程
本文把1921年3月提交议案至1924年11月打消“程案”划分为四个阶段，以从中解读此时期湖南性别观念、新旧思想在制宪自治运动中的冲突、交锋、磋商与较量。

第一阶段：造势与期待（1921年3-5月）。在湖南自治根本宪法草拟伊始，陈俶代表女界联合会向起草委员会提交议案，要求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女子权利，由此拉开了女子参政运动的序幕。4月9日，女界联合会以民国《临时约法》中“人民包括男女”为依据，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自治根本法意见书”，明确提出女子应有的五项权利。[3]为赢得审查员的理解与支持，5月3日，女界联合会召开欢迎会，参加者100余人，先由吴剑、黎群铎等4位代表发言，申述恢复女子人权的理由，后由建本女校校长周天璞郑重提出五点要求： (一) 女子须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二）女子教育当与男子同等；（三）女子职业须有与男子同视，不得歧异；（四）女子须有婚姻自主权；（五）女子须有承受父母遗产，保管财产权。这就是湖南女界著名的五权宣言，被时人称为“向旧社会——男系制度——下一个总攻击的哀的美敦会”。[4]
在获得审查员的默认和副审查长仇鳌的口头支持后，5月6日女界联合会提出修改宪法草案的5条意见：第一章第三条后应增加“本宪法所称人民系指男女全体”，第七条“人民有保护其私有财产之权”后应增加“人民无论男女，均有继承财产之权”；第二章第五条应改为“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论男女、宗教、阶级之区别，无论何人不得买卖人口、纳妾蓄婢”，第十八条应改为“人民无论男女，依法律有选举被选举及任受公职之权”；第四章第二十九条应增为“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女公民，年满二十五岁以上，无左列情事之一者皆有被选为省议员之权”。最后强调该意见书是女界的共识，“诸公如不采纳是不啻把我们置之死地……流血惨剧，就在目前”。 [5] “流血惨剧”四字传达了女界伸张女权的决心。尔后，她们翘首以待着讨论结果。

第二阶段：激愤与辟谣（1921年5月13－26日）。5月13日，省宪法审查会开始讨论，围绕女界要求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内幕消息不断传出，当听说审查员程子枢主张二妻、程希洛反对女子参政的消息后，女界大为恐慌。确知承袭财产权和教育平等权没有通过后，更是群情激愤，女界同仁誓与摧残女权的审查员势不两立。5月16日，女界约一二千人，列队出发，手拿纸旗，上书各种口号，浩浩荡荡赶到审查会，审查会正在讨论修改规则，守门卫士见状立即将大门关闭，宣布戒严，妇女们在休息室等候。讨论完毕，当审查员准备离去时，她们拦住去路，推出代表，向审查员陈述理由，提出要求，直到仇鳌二次承诺将予以重新讨论时，女界全体才扬旗拍掌，整队回去。[6]然而，两天后得知承袭财产权未被通过，18日，女界联合会又派出20位代表前往审查会质问。此时，警卫增加20位，戒备更加森严，程希洛、程子枢不敢参加会议，有人谣传女界代表有带手枪来的，气氛十分紧张。各代表在外静候，直到仇鳌报告议案已通过，方才归去。[7]
女子参政运动第一回合胜利了，但因二次请愿而导致谣言四起，以致可能会“摇动本会的真精神，使本会蒙躁进妄作的诮让，内不能贯彻本会力争人格的宗旨，外不能见谅于全国”，为此，5月26日，女界联合会发表第二次宣言书澄清事实。为驳斥“迫协示威行为”的谣传，在重申联合会宗旨的基础上，举证说明女界采取的隐忍克制态度；为驳斥“受人运动”的谣言，强调本会惟一目的是“女权运动”，无论若何党派“一概不愿与闻”；最后指出“流血惨剧，以及铤而走险，急不能择”是有前提条件的。[8]
    第三阶段：欢欣与抗争（1921年6月－1922年3月）。6月1日，女界的五权宣言终于获得84位审查员的举手通过，８月获得审查委员会正式通过，11月经过全省公民投票批准，于１９２２年１月１日公布实施。宪法明文规定：“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人民有保护其身体生命权，有保护其私有财产之权，有保护其居宅之权，有营业自由之权，有受教育之义务等”。至此，欧美妇女历经数十年浴血奋战，甚至牺牲了无数生命才得到的参政权，湖南女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获得了。尽管它只是形式上的承认，只具文本上的意义，但湖南毕竟成为第一个把男女平权写入宪法的省份。
宪法既已明文规定妇女拥有参政权，妇女参选省或县议员应属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由于传统性别观念的滞后，它遭到顽固势力的百般阻挠。陈俶极具参选实力，顽固派以其不在郴县定居为由拒绝提名。醴陵、衡阳、平江、祁阳等地为妇女参选与当地顽固势力发生尖锐冲突。1922年3月17日，醴陵女界联合分会推选王昌国为省议员，邀请男界200余人签字，遭到多数人的拒绝与反对，妇女们不服气，极力辩论，以至动武，当场7名女生被打伤；第二天，代表在县级会议上发表演说，又遭到男子的殴打，妇女们义愤填膺，结对游行，手里拿着“自愿打死”的纸条，绝食三天，夜露坐庭中，直到省和县派人答应其要求才整队离去。[9]终于，在1922年3月，王昌国被醴陵县推选为省议员，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省女议员。接着吴家瑛被选为省议员。随后，桃源、衡阳、宁乡、湘潭等地产生了县女议员，湘潭竟达7人之多。“当此时中国女权之发达恐无过于湖南者。”[10]
第四阶段：回潮与获胜（1922年3月－1924年11月）。1922年女子参政运动成功后，女界联合会一度停顿，直到1924年6月9日才恢复，正值湖南省宪法修改之时。11月2日，省议员程子枢突然抛出“女子无受中等以上之教育权和选举权”的议案。这对女界不啻于当头棒喝，把沉浸在温柔之乡的女同胞猛然惊醒。程不是第一次反女权，本不足为奇，但令她们未料到的是竟有16名议员支持程案。如果听任之，极有可能使2年前获得的教育权和参政权丧失殆尽。于是，11月10日，省议员吴家瑛、王昌国召集大会，商讨解决办法，20余所学校的近800名代表参会。会上，周天璞发表一极端言论：“将程子枢打死，或往河里抛弃，为社会除一毒恶”，但大多数主张由王、吴两人代表女界联合会邀集议员进行个别疏通。[11]
当程子枢得知有人声言打死他，在制宪会上强烈谴责女界集会，提出“为维持秩序计，为维持男子饭碗计，应咨请省长责成省会警察厅长负完全责任”。[12]与此同时，程子枢的老母亲亦提出抗议，对“有人将吾儿抛之河内，‘又有人’主张将老娘拖出来打”的言论表示愤慨，认为“善恶未必悉本遗传，好恶亦自各有特性；安能认其子之主张不正，而遂议其母之教育不端？况律无母子同坐之条……”[13]13日，自称公民代表的几位男子发表声援程子枢的公开信，对女子教育极尽挖苦谩骂之能事，把女学校称为“娼妓之讲习所”，还说女子“妄希参政，是犹懦夫而欲负千均之重也”。[14]保守势力之嚣张和对女权的敌视由此可见一斑。

但多数议员对程子枢的陈腐主张持批判态度，议员杨亮卿提议宪法会议将程除名，理由是：“程为自治省分议员，乃以十五世纪以其陈腐不堪之眼光提出议案，未免不合时宜，其剥夺女子无受平等教育之权，尤大害人类进化。”王昌国亦指出：“自治省分，而有此举，实贻省宪之辱，全湘之羞。”。[15]16日，王昌国、吴家瑛召开记者招待会，邀请各界援助，对剥夺女权进行挽救。17日上午，女界联合会又派出代表近100人，前往宪法会议示威和请愿，经过奋力抗争，终于促使宪法会议把程子枢限制女权案打消。女子参政权获得最后胜利。[16]

二、1920年代湖南女子参政运动取得成功的动因
湖南女子参政运动尽管一波三折，但毕竟取得了胜利，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1922年掀起全国性妇女参政运动发挥了先锋示范作用。其实，女子参政运动在湖南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一，湖南制宪自治运动为女子参政运动提供了契机。1920年代湖南成为南北军阀混战的必争之地，身受战火洗劫，民不聊生，当政者和民众都体认到“惟有联省自治是一个无上的妙法”。1920年7月，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的名义首倡自治，提倡制定省宪法，不受外力干涉，反对客军侵入湖南，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自治”运动。自治运动不仅牵动了省内民众的心弦，且波及南方各省，继而蔓延到北京政府的管辖区。
1921年3至4月，由省议会议长彭兆璜牵头，聘请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李剑农等13位专家为省宪起草委员草拟宪法，制宪自治由此发端。藉此良机，女界精英于1921年3月成立湖南女界联合会并提交议案，提出自治制宪是为三千万湖南人民谋幸福，是“树民治之根基”，民者“包括男女而言，并非摈女子于民之外，然则法律上之一切公权，如选举权被选举权等，自为男女所共有，断不能如曩日之蔑视女子”。[17]正如时评所言：“这次女界联合会，赶湖南正在制定自治根本法的时候，提出一种争女权的意见书出来……我不能不替女界和人类的前途贺。”[18]陈徐佩琼女士甚至喊出“公权男女一律享受，违者分别处罚”的口号。[19]湖南女子参政运动正是在此种历史语境下展开的，策略性地将女权纳入民治范畴，借制宪恢复女子人权。

其二，湖南女界联合会为女子参政运动集结了一批女界精英。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认识到“政体更新后，虽号称男女平等，实则依然歧视”，深感“欲求发展能力，达到平等目的，非团结不可，否则无能为力”。于是，筹谋利用湖南制宪之机力争女权。陈俶、吴剑、李左汉等邀集长沙热心妇运的女校校长和教职员（如陶斯咏，童锡桢，周天璞，黎群铎，胡珊，王珏，许文宜，周右铭，李咏兰等）共同商议，于1921年1月成立了湖南女界联合会，以“争回人格，恢复人权，保障女子生活，改良家庭”为职志。也就是说，在女界联合会这一政治共同体中，聚集了湖南一批女界精英，她们成为女子参政运动坚强的领导核心在运动中不屈不挠，充分展现了湖南新女性的敏锐、智慧和才识。

联合会发起者陈俶，早年留学日本，时任长沙女子蚕业学校校长，具备极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1921年4月成为108位省宪法审查员中唯一的女审议员。在审查修改宪法中，始终站在女性立场据理力争，殚精竭力。制宪前夕，她就立场鲜明地提出：“应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如男女财产平等，一半为女自谋生活独立，一半为男子减轻负担……欲解决此问题，非在宪法上规定不可”；[20]在宪法会议上进行有理有据的辩驳，后因顽固派以“没有法律依据”、“习惯不许可”、“遗产制不是好东西”等文不对题的理由予以否决。[21]陈俶悲愤填膺，上台演讲，泪随声下，严厉谴责：“女子是不是人民？诸君在此，到底是代表三千万人民，还是代表一千五百万男子？”[22]陶斯咏时任职于周南女校，是新民学会最早的骨干成员之一，她撰文提出其见解。首先，强烈呼吁对于“六岁至十二岁”的孩子要不分男女一律强迫入学，不能因其是女子，便敷衍了事；其次，针对审查员反对女子承受遗产的3个理由一一予以有力的回击，进而警告顽固的审查员：“你们为什么只念着你们小圈子里的家庭，不放开眼睛向国家全部一想？不放开眼睛看看此刻是什么时代？不平心静气想想湖南为什么要制宪，是怕你们审查员没有事干吗？”[23]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斗志。其他会员如童锡桢毕业于日本东京高师，时任湖南省立一女师的校长；周天璞时任建本女校校长。

1924年 6月9日，王昌国恢复女界联合会，选举朱其慧为正会长，王昌国、唐群英为副会长，部门负责人包括吴家瑛、周天璞、黄宪裕、沈明范、刘其超、曾宝荪等。再次吸纳一批先进女性，使女子参政运动如虎添冀。朱其慧时任中华教育改进社女子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唐群英、王昌国曾留学日本，是名振全国的民初女子参政运动著名领袖；曾宝荪时任艺芳女校校长，曾留学英国近十年。这批新女性都接受过新式教育，学贯中西，有的甚至曾驰骋沙场，既是中国的女性英才，更是湖南女界的佼佼者。

其三，湖南《大公报》为女子参政运动提供了重要的舆论阵地。《大公报》创办于1915年9月，以“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反对党争，主张中立；立足湖南，注重实际”为宗旨，其历任社长、总编辑和撰稿人秉承宗旨办报，使该报在湖南报界独占鳌头，影响最大，声誉最好。[24]程希洛“反对女子参政”一文在《大公报》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以集体名义还是个人名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编辑还是读者都积极介入，围绕“女子参政”的讨论持续近半个月，反驳程论的文章达10余篇。《大公报》几乎成了一个无硝烟的战场，借助新闻媒体这一论战平台，各种观点在此彼此碰撞、交锋，进而向社会辐射，“女子参政”一时成为时代主流话语。
程希洛提出了四条反对理由：一、女子参政在欧美各先进国，厉行民治百数十年，尚成疑问，我国学步之始，即欲驾而上之，有何把握？二、各国女子皆受普通教育，能阅报作文者，十居七八……我省女子，具有此种程度者且百有一二，此知识薄弱之不可行也。三、以现状言之，政局动荡……女子尚处安全无恙之地，今引而置之政潮旋涡中，出夷入险，为受重女子乎？抑牺牲女子乎？四、闺阁淑媛，尚能以勤苦维系家庭之恩义……为地方风纪计之不可漫然而加入者。[25]5月18日，第一女师第七班打响了“驳程”的第一炮，她们质问程：“男子方面，在我国稍稍读书识字的，百人中又有几个？”“现在由东西洋毕业回国在社会服务的，她的学问和智识，你们男子中有几个比得他上？”[26] 5月20日，吴立卿等8位学生联名表决心：“承认全省男女全体人民适用之宪法，誓死反对片面的武断的1500万男子专有的不适应之宪法。”[27] 5月24日，一女师第八班发表公开信，断言程逆风而行是为了“盗名”和“出风头”，针对程的第三条理由指出：“争督军、争省长都是男子为之。女子未参政，你就担心无效而有弊；男子已为政，弊言无穷，你独不言？”[28]显而易见，第一女师范的女学生群体成为“驳程”的急先锋，且矛头直指男子，表明女生群体意识及女权意识的初步觉醒。
部分进步男性在“驳程”中亦不甘示弱。蒋兆骧运用反推法“驳程”，由程的理由得出两个可笑的结论：女子只能在民治几十年后才能参政；男子与女子的知识都薄弱，对于参政都不可行。还指出政客官僚的痛苦是自讨的，不值得同情，受无辜之罪的女同胞才值得同情，并断言女子参政是“使社会放一线新生机的唯一途径”。[29]一师附小的张泉山提醒审查员要弄清制宪的真实意图，务必保证女子的五大权利。[30]在一片“讨伐”程希洛的呼声中，易楚珩认为有人提出异议比“糊里糊涂无声无臭的通过去好多了”，故把程称为“不附潮流，成为特性”的人，然而不苟同程的观点，认为只有女子参政才能解决女子的教育、经济、社会服务等问题。[31]从中不难看出，这些进步男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男性身份的局限，能批判男性中心文化，体现了其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先进性。

其四，欧美妇女参政权的获得为女子参政运动提供政治合法性

李细珠曾撰文指出，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女子参政运动经过上百年的历史，到民国初期仍未取得真正的参政权，这为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对民初女子参政运动不以为然提供了口实，最终导致其失败。[32]然而，1920年前后英美法德北欧等10多个国家的妇女纷纷获得参政权，这些消息经由报章杂志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成为我国女权运动的他山之石，也使湖南女子参政权运动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合法性，毕竟这些国家代表了世界潮流，现代人谁敢置身于潮流之外呢。

在批驳程希洛的诸多言论中，论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嘲讽程对世界潮流的无知。难怪蒋兆骧质问：“女子参政，在现世已成了一个不可抗的趋势，在欧美先进国，现在已经不成问题了。怎么说‘尚成疑问’呢？”[33]伍毓秀亦在文中指出：“经过这次欧战后，世界各国的女子几乎完全解放，拥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以此说明我国女子参政的合理性，并以欧战后人们推崇理性的、文明的方式解决争端反驳女子体力不足不能参政的谬论。[34]
三、结语
1920年代女子参政运动是湖南妇女的一次独立自觉的运动，她们以宪法为武器，强烈要求妇女人权，甚至不惜以武力和流血来对付保守势力，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无疑是值得称赞的。

但无庸讳言的是，这场运动因时代局限存在一些缺失。具体表现在：其一，运动目标过于单一。女界把宪政运动作为“女子人权运动的起点”固然有合理之处，然而视宪法为妇女解放的唯一途径，难免会误入歧途，使法律上获得的平等权利在现实中无法贯彻，“湖南第一次省宪草案中，女子本争得袭产权，乃正式审查会竟一笔勾销。女界迄今不急起力争财政权，徒耿耿于婚姻自决权及参政权之得失，吾不禁叹其致短也。”[35]其二，运动的行为主体是知识女性而非劳苦妇女大众。无疑，只有知识女性才会首先产生进步意识，但她们有责任将此进步意识传播到普通妇女当中去，然而没能这样做，以致因曲高和寡而昙花一现。故“今日中国女界实际享参政权者惟有湖南，而湖南女子实际能参政者百万人中不得一，故女界之政治运动成效有限。”[36]其三，运动最终未能撼动父权制的根基。消除女性附庸者角色，最为关键的是颠覆封建遗产继承制，因为它是封建父权制赖以存在的根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财产继承权却未能被巩固下来，这无疑成为湖南女子参政运动的最大缺失，当然，在当时亦为不可避免的历史遭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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